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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入乡随俗”：外派经理的跨文化“三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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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中国跨国公司派驻德国、日本、墨西哥三国四地的外派经理为样本，通

过案例研究构建跨文化“三环学习”理论模型，能够较好地说明“有效的”外派经理并不仅仅“适

应”文化差异，克服文化障碍可能引起的“负向偏差”；而且能利用文化差异创造新的行动方案，

促进组织新的“协商文化”形成。本研究显示：外派经理在“单环学习”中，通过工具性学习，在管

理实践和行为层面进行调整，以适应新情境下的文化。在“双环学习”中，通过变革性学习，变革

和调整了自己部分信念和价值观，形成更贴近当下情境的解释框架。在“三环学习”中，与跨文

化工作伙伴通过对话学习，认识到被彼此视为理所当然的潜在基本假设是根植于特定的和“有

偏的”社会文化系统，并在对话中将其进行意义解构和意义重组，涌现出新的行动方案，成为

“协商文化”的微观基础。跨文化“三环学习”培育和发展了外派经理的全球领导力，从个人的文

化适应逐渐走向促进组织的文化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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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直至今日，全球化企业仍依赖外派经理将总部与海外分部各具优势的资源结合起来，以形

成跨越国家和文化边界的组织合力，然而这种合力并不容易形成。对美国跨国公司的调查显

示，外派经理失败的比率高达40%—70%（Andreason，2003）；商业评论（2018）的调查显示，中国

也因缺乏胜任跨文化情境的外派经理而令60%—70%的海外并购未能发挥预期价值（商业评

论，2018）。
虽然已有大量研究探讨哪些特质和能力更有可能预测外派经理在跨文化工作场所中的

成功（Shaffer等，2006；刘畅唱等，2016），但并未揭示它们究竟是如何获取、发展或培育的

（Yamazaki和Kayes，2004）。首先，一些学者将“社会学习”和“经验学习”的理论用于外派经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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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适应研究（Yamazaki和Kayes，2004；Bird和Mendenhall，2016），但由于上述学习理论本

质上并不关注价值观和潜在基本假设的改变和调整，而这两者正是文化结构中比具体行为和

实践更为深层的组成部分（埃德加∙沙因，2014），因此前述学习理论难以阐释外派经理跨文化

学习的全过程。特别是在管理者自身本源文化与新情境下潜在基本假设部分发生矛盾和冲突

时，由于此时人们往往以牺牲自己的感知和认知为代价以换取从产生的焦虑中解脱，从而意味

着心理防御机制的开启和学习的终止（Mezirow，2000）。此时，现有研究常用的“社会学习”和
“经验学习”理论都无法解释外派经理该如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学习。

其次，一些学者认为，“有效的”外派经理并不仅仅是“适应了”文化差异，克服了文化障碍

可能引起的“负向偏差”（Lisak等，2016）；而且是利用文化差异为跨文化组织注入生机和活力，

这正是外派经理全球领导力的实质体现（Osland等，2006）。然而当前文献中不仅对于外派经理

如何利用文化差异实现全球领导力的研究远远不足（Ren等，2014），更缺少从外派经理与东道

国下属的互动中探究其全球领导力形成的动态过程的研究（Bird和Mendenhall，2016），因此难

以打开全球领导力产生和发展的神秘“黑箱”。
第三，领导力和文化是一体的两面（埃德加•沙因，2014），外派经理全球领导力形成的过程

也正是他对所在工作场合的局部文化产生影响的过程。然而现有跨文化管理的文献大多采取

Hofstede（2001）的国家文化类型理论，将文化视为静态和统一的，并未给个体在特定情境下推

动局部文化的演化留下积极作为的空间，因此当前跨文化管理的研究亟需看待文化的视角转

变（Brannen和Peterson，2009）。
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成功应对文化差异的外派经理是如何进行跨文化学习

的？涉及价值观和潜在基本假设的跨文化学习是如何发生的？外派经理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

展其全球领导力，又如何影响工作场所的局部文化的？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对中国跨国公司在德国（慕尼黑和爱森堡）、日本、墨西哥三国四地

的外派经理展开案例研究，构建了跨文化“三环学习”的理论模型，阐明适用不同层次的有效学

习模式和学习策略。该模型阐释了外派经理实现对文化差异从管理的“消极”阻力到创新的“积
极”助力的转化过程，以及这种转化与外派经理的跨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其一，构建的“三环学习”模型将“工具性学习”“变革性学

习”和“对话学习”三种不同的学习模式整合进一个动态的理论框架，解释跨文化工作场所的外

派经理在“管理实践”“价值观”“潜在基本假设”三个不同层次的学习模式，较好地说明了外派

经理是如何在“社会学习”和“经验学习”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文化学习的。其二，本研究将“双
环学习”理论应用于跨文化学习情境，并加以拓展，通过对话学习展示了将文化差异从冲突的

根源转化为创新来源的机会与可能。其三，本研究以“协商文化”视角（Brannen和Peterson，
2009）取代文化主义的“静态文化”视角（Hofstede，2001；Ren等，2014），说明了全球领导力发展

的动态过程及跨文化工作场所文化演化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建立的跨文化“三环学习”模型，为

外派经理的跨文化管理实践和全球领导力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回顾相关理论基础并进行文献综述；其次，在研究方法中介绍数

据来源和具体的编码过程；再次，构建理论模型，并对生成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具体的解释说明；

最后为结论与讨论。

二、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有四个核心要素：注意（attention）、保持（retention）、重复（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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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incentives）（Bandura和Walters，1977）。Bandura和Walters（1977）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体习

得很多行为，但并不都会释放出来，因为并不都会受到正面的奖赏。但是，如果奖励结构改变

了，以前未释放的行为就会被执行。

在跨文化管理研究领域中，社会学习理论主要用于解释跨文化培训对于跨文化适应的作

用（Black等，1991）。受训者在跨文化互动中观看模范适宜或不适宜的行为，或参与行为的预

演，并把这些行为和预期的结果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受训者学习到新文化情境中适宜的行

为方式，从而提高了在未来情境中的适应可能（Bird和Mendenhall，2016）。
但以社会学习理论解释跨文化适应的学习过程遇到几个挑战：第一，并不是所有的外派人

员都有条件接受跨文化培训；第二，即使组织为外派人员提供了跨文化培训，也无法在培训的

内容里囊括现实跨文化情境中的全部内容；第三，由于现实跨文化情境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外

派人员很难判断谁才是适宜模仿的“模范”；第四，跨文化培训反而可能增加外派人员在实际情

境中的“刻板印象”。
因此，一些学者们提出以Kolb和Kolb（2005）的“经验学习理论”解释跨文化管理者在现实

情境中成功适应的学习机制（Yamazaki和Kayes，2004）。
（二）经验学习理论

经验学习理论是成年人的学习理论，它强调了经验在学习中的关键作用（Kolb和Kolb，
2005）。经验学习理论不将学习看作行为或认知的结果，而认为学习是一个4阶段的循环，其

中包括：“具体经验”（concrete experience，CE），它将成为下一步“反思性观察”（reflective
observation，RO）的基础；通过反思性观察，经验被吸收用于形成“抽象概念”（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AC）；从抽象概念出发又形成“积极的试验”（active experimentation，AE）。“积
极的试验”既是一轮经验学习的结束，又会形成新一轮经验学习的“具体经验”，从而开启新的

学习循环。

由于经验学习理论更能够说明现实情境中个体的学习行为，因此学者们认为跨文化情境

中适应绩效和工作绩效更好的管理者是更全面利用了经验学习各个阶段的个体（Yamazaki和
Kayes，2004）。通过经验学习，跨文化管理者对新情境中的经验做出“反思性观察”，从而客观地

描述情境，并且能发展出对于事情为何如此发生的理解（Kolb和Kolb，2005）。人们不断把新的

经验纳入自身的解释体系，从而更好地把握对情境的解读，以形成后续新的行动策略。由于“适
应”意味着调整各项功能以匹配情境（Black等，1991），因此经验学习是外派经理跨文化适应的

重要方式。

但是，应用经验学习阐明外派经理的跨文化学习过程存在一个问题，即新的经验通过个体

原有解释框架被吸收并成为个体下一步行动基础的过程，是用习惯的参照框架形成解释的过

程，而这些习惯的解释框架受个体原有文化的影响很深。如果新文化情境中的经验过于奇异，

以至于使用现有的解释框架无法理解和接受时，个体该如何学习和适应呢？

由于人们为了避免经验和解释框架不匹配时产生的焦虑，常常不惜以牺牲自己的感知和

认知为代价，此时往往意味着心理防御机制的开启和学习的终止（Mezirow，2000）。因此经验

学习理论无法说明当管理者在新的文化情境中经历文化差异带来的巨大冲击时，特别是当新

的经验无法与已有的解释框架兼容时，他们此时的跨文化学习究竟如何展开？

（三）双环学习理论

Argyris和Schön（1996）把组织学习的方式分为“单环学习”（single-loop learning）和“双环学

习”（double-loop learning）。前者仅仅是察觉并纠正了行动策略中与主导价值观不匹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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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改变主导价值观。而双环学习是为了纠正组织运行中出现的错误，对主导价值观也进行

了必要的修正。由于Argyris和Schön（1996）是从个体认知角度来认识组织学习的，因而上述两

种学习形式同样存在于个体学习过程（罗伟良等，2006）。Nielsen等学者认为，虽然和单环学习

相比，双环学习发生在更高的层次，但由于双环学习缺乏对主导价值观所在的社会系统的觉察

和反思，因此在面临价值观冲突的“两难境地”时缺乏更高水平的变革可能（Isaacs，2001；
Nielsen和Lockwood，2018）。上述研究虽未涉及文化差异的情境，但为外派经理文化学习的研

究提供了启发，当跨文化的情境对外派经理固有的价值观形成冲击和挑战时，涉及价值观调整

和修正的双环学习如何得以实现？当面临价值观冲突的“两难境地”时，外派经理如何进行更高

层次的跨文化学习？

（四）全球领导力与“协商文化”
一个群体刚成立或者面临一项新的任务或难题时，群体所提出的第一个解决方案反映了

提议者自己所奉行的价值观。能够影响整个群体采用某一特定的解决方案的个体将会成为群

体的领导者（埃德加∙沙因，2014）。当整个群体采取一些共同行动并且这种做法的确成功时，才

会生成共享的信念或价值观；当基于这个信念或价值观的行动持续奏效时，就会形成共享的假

设。上述过程生成了群体成员的“共享基础”，这就是文化形成的过程。沙因由此把文化和领导

力视为一体的两面（埃德加∙沙因，2014）。
实践中，跨国公司期望管理者通过国际派遣经历发展的全球领导力实质体现为能够“影响

其所在的全球社区形成朝向共同目标合力工作的思想、态度和行为”（Osland等，2006）。跨文化

管理者应该努力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互动，创造一个超越国家、群体文化分野的新的实

体（陈春花，2017），并成为多元文化团队中的桥梁和纽带（Shaffer等，2006）。从这个意义上讲，

全球领导力的本质体现在推动或促进一种新的文化的形成。因此跨文化管理者不仅需要去“适
应”新情境下的文化，在“适应”中习得新异文化群体的“共享基础”，而且应推动这种“共享基

础”朝向更符合现实的、更具包容性，也更有益于整个群体发展的方向演化。

全球领导力发挥作用的过程是“协商文化”（Brannen和Peterson，2009）生成的微观基础。

“协商文化”是基于对文化主义（culturalism）反思提出的。由于文化主义认为个体和组织是嵌入

文化情境的行动者或行动者的集合（Hofstede，2001），行动者的各种绩效受制于文化，因此他

们可能具备适应不同文化情境的个体特质，或者发展出适应不同文化情境的个人能力，但不能

改变文化。文化主义典型的代表是Hofstede（2001）的国家文化维度理论。

文化主义视角的一个重要局限就是将文化视为静态和统一的，缺乏以过程的概念理解文

化和组织及行动者的互动影响。文化并不是个体成员简单会聚而成，而是由个体成员动态创造

和实现的（van Maanen和Barley，1984）。
Ong（1987）指出，文化是历史的、涌现的，处于变动中的、未完成的意义和实践，产生于行

动者的网络，文化的变化涉及身份的变化、既斗争又依赖的关系的变化，包括对现实经验本身

的变化，在上述变化的情境中，行动者创造和解释着文化。基于上述对文化的定义，Brannen和
Peterson（2009）提出了看待文化的一个新的视角，即将跨文化组织中的文化看作是“协商的”。
“协商文化”的视角既承认文化的历史根源，又同时看到文化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新、修正或重

组，给个体在特定组织情境下的积极作为留下空间。跨文化管理者发展全球领导力的过程，也

就是推动“协商文化”形成和演化的过程。

（五）文献评述

将“社会学习”和“经验学习”理论应用于跨文化管理领域的研究，都未涉及外派经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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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深层次的文化差异问题。双环学习理论虽然提示外派经理可以通过价值观层次的变革与

调整，从更深层次适应东道国文化。但是，由于双环学习理论中缺乏对主导价值观所在的社会

系统的觉察和反思，因此在面临价值观冲突的“两难境地”时缺乏更高水平的变革可能（Isaacs，
2001；Nielsen和Lockwood，2018）。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采用“协商文化”的视角，从外派经理

与东道国工作伙伴的互动中探究跨文化工作场所的局部文化演化的过程。

采用“协商文化”的视角看待跨文化工作场所的文化差异时，质性研究是合适的研究方法。

Moore（2011）采用整体论人种志的方法研究了德国BMW公司并购英国Rover后成立的BMW
MINI公司内部经理和工人的互动，公司内部关于不同国家身份的表达，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

交互等文化“协商”的过程。Moore（2011）展示了不同群体的互动、互相塑造，彼此对对方决策

的反应过程。Caprar（2011）通过对位于罗马尼亚的一家美国公司的民族志研究发现，东道国员

工并不总是其国家文化的反映，他们的文化身份取决于自身对国家文化的有选择的采用，并受

到跨国公司自身文化的影响。该研究显示了东道国员工作为行动者，并非受制于某种特定的文

化，而是在与本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谈”过程中动态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类似地，Yagi和
Kleinberg（2011）采用解释主义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了一家包括日本和美国两种文化的公司后，

发现员工的文化身份是在与他人互动的“协商”过程中动态地形成的。

虽然上述研究支持了跨文化互动中工作场所文化演化及整合的可能性，但遗憾的是，已有

文献很少探究外派经理如何学习发展全球领导力以对上述局部文化演化发挥积极的影响。跨

文化管理领域的已有文献亦较少将管理者的跨文化学习、全球领导力发展与促进“协商文化”
形成等几方面整合起来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案例研究构建一个能够解释管理者跨文化学习的整体过程的理论模

型，从而阐明外派经理从文化适应到影响组织文化变革的过程如何发生、发展和演化。另外，本

文也将探讨：这个过程需要跨文化管理者采用哪些学习模式或学习策略？当与跨文化情境中的

工作伙伴的价值观存在巨大冲突和分歧时，外派经理如何通过跨文化学习应对和解决？管理者

的跨文化学习又如何促进“协商文化”的生成？

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适用性

本研究进行观察和访谈的数据收集过程是在M集团内完成。M集团是一家生产汽车零部

件的大型跨国公司，2005年12月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目前已成为全球乘用车零部件的重要

供货商，在东京、慕尼黑、底特律建立了销售和设计中心，并在美国、德国、泰国、墨西哥设立了

生产基地。目前M的员工25%在海外，集团高管50%来自海外，资金65%来自海外，海外分公司

管理团队当地化达90%，整体销售额的94%来自跨国汽车制造企业。

选择M集团作为本研究的案例来源基于以下原因：

1. 满足理论抽样原则。M集团的跨文化管理有超过十年的历程。从时间跨度上来看能够为

执行质性研究的案例选取提供较为充足的原始材料。并且M集团在美国、德国、日本、墨西哥、

泰国都有分公司或分支机构，外派经理的工作情境位于不同的文化区域，在样本分布的空间跨

度上满足抽样选取的条件。

2. 数据的可得性。M集团的高管团队对本研究非常感兴趣也非常支持，同意对研究者的访

谈、实地观察、档案调研等数据收集给予充分的配合，并希望研究者将研究结果和发现提供给

集团人力资源部门研读参考。在2014年到2016年的调研时间里，M集团向研究者开放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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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训练营”的集会，以及针对特定海外分部的培训项目。并允许研究者阅读人力资源部

门对各海外分部中层以上的绩效评价、上下级评价等材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二）数据来源

从2015年5月至2017年3月，本文作者和研究团队成员多次赶赴M集团总部（嘉兴）和主要

生产基地（宁波）进行访谈、调研。在集团总部于2015和2016年召开全球人力资源会议的时间

里，本文作者实地观察了部分培训项目，并在会议日程间隙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对于在境

外工作的受访者，本文作者后续使用Skype和M集团内部全球视频电话体系进行了访谈（都是

之前面对面访谈过的受访者）。除了实地观察和访谈之外，本文作者还收集了集团人力资源部

门提供的文档资料，并辅以网络数据等。

具体数据来源情况见表1。

表 1    数据来源及描述

访谈数据
数据来源 受访者 数据整体描述 访谈原因/目的

集团总裁办
CEO；总经理
助理

2位，共4次访谈；共计访谈时间
280分钟；访谈记录共计6.7万字

1.了解集团概况和跨国经营发展历
史；2.  获得受访管理者推荐人选；
3.了解文化差异对海外公司运营的
影响和解决思路；4.了解对受访管
理者跨文化管理绩效的评价；5.保
障数据可获得性

集团人力资源
部

CHO；人力资
源专员

2位，3次访谈；共计访谈时间100分
钟；访谈记录共计1.2万字

同上

集团各海外运
营部

跨文化管理者
（中、高层）

9位；其中（曾）驻德国3位、（曾）驻
墨西哥2位、驻日本1位、（曾）驻泰
国2位、驻美国1位；驻外时间均超
过1年；15次访谈；共计访谈时间
920分钟；访谈记录共计15.6万字

1.了解个人及海外公司基本信息；
2.了解焦点事件发展的起因和详细
经过、结果；3.了解个人在事件过程
中想法的变化及对事件的事后反
思；4.了解个人对事件过程中他人
变化的感知和理解；5.获得事件中
重要他人的信息以利于进一步访
谈

集团财务部 财务人员
2位；分别（曾）在德国慕尼黑和爱
森堡工作；2次访谈；共计访谈时间
45分钟；访谈记录共计0.8万字

1.获得对焦点事件的多源视角；
2.获得事件中重要他人的信息以利
于进一步访谈

集团外事部 翻译

4位；分别（曾）在德国慕尼黑和爱
森堡、日本、墨西哥工作；4次访谈；
共计访谈时间230分钟；访谈记录
共计3.4万字

1.获得对焦点事件的多源视角；
2.获得事件中重要他人的信息以利
于进一步访谈

集团德国慕尼
黑分公司

德 方 总 经 理
（德国籍）

1位；1次访谈；共计访谈时间60分
钟；访谈记录共计0.5万字

1.获得对焦点事件的多源视角；
2.了解焦点事件发展的起因和详细
经过、结果；3.了解个人在事件过程
中想法的变化及对事件的事后反
思；4.了解个人对事件过程中他人
变化的感知和理解

集团墨西哥分
公司

墨西哥生产经
理（墨西哥籍）

1位；1次访谈；共计访谈时间60分
钟；访谈记录共计0.4万字

同上

集团美国分公
司

美国副总经理
（美国籍）

1位；1次访谈；共计访谈时间60分
钟；访谈记录共计0.5万字

同上

总计 23人 31次访谈；共1755分钟，访谈记录
29.1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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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开始于数据收集期间并持续到本文写作结束，在原始数据、文献、逐渐

浮现的构念之间不断迭代。数据分析过程如下：

1. 描述关键事件。这一过程在扎根调研和档案数据分析期间完成。作者与另一位参加调研

的合作者共同整理数据并讨论一致。这部分主要考察“谁做了什么”“谁说了什么”“行为是如何

变化的”“事件是如何发展的”等，得到了对于事件发展历程的叙述，并建立了关键事件小结。

2. 发展一阶构念。作者对基于访谈文档形成的数据进行编码。以标签ai表示来自受访者

a的第i条数据，以此类推，并对标签指代的词句进行初步提炼来定义现象，其间保持与合作者

的讨论。再以学习理论的相关文献作为理论工具组织数据归类。同时对逐渐浮现出来的主题之

间以及各主题与文献之间进行持续比较和验证，由此形成本文概念上的一阶构念。

3. 持续比较和修正一阶构念，并分析其联系和区别，发展出更抽象的核心二阶构念。在文

献、一阶构念以及理论范畴之间反复迭代，直至恰当的逻辑模式逐渐浮现出来。例如，在分析跨

文化对话过程时，本文根据已有的学习理论，将一阶构念“观察”“模仿”归类到二阶构念“社会

学习”中。经过这一步骤，本文还发展出“理解性学习”等二阶构念。数据结构及原始数据示例请

见表2。
4. 建立理论模型。在此阶段将二阶构念归纳为三个高阶维度并建立理论模型。三个高阶维

度分别是“工具性学习”（单环学习）、“变革性学习”（双环学习）和“对话学习”（三环学习），反映

了管理者跨文化学习由表及里的深度不断递进和由窄渐宽的广度不断展开的过程。进一步，作

 

表 1  （续）

档案数据
数据来源 数据名称 数据整体描述 数据收集原因/目的

集团总裁办
《海外运营巡视

记录》 《会议纪
要》

集团高层对各海外分公司巡视发
现和意见（节选）；集团高层与各
海外分公司高管会谈纪要（节选）

1.了解海外分公司整体运营状况；
2.了解文化差异给海外公司管理
带来的困难和解决思路

集团人力资
源部

《人事测评报告》
《绩效考核报告》
《培训记录》《企
业内刊》《员工关
怀简报》

对驻外管理人员的测评报告；对
驻外管理人员的考核报告；跨文
化培训项目设置和效果报告；企
业发行的内部刊物；集团各地员
工的活动、表彰和工作生活纪实

1.了解受访管理者基本情况；2.了
解对受访管理者跨文化管理绩效
的评价；3.了解海外公司员工的工
作生活状态；4.了解受访管理者对
处理文化差异问题的反思和总结

企业网站
年报、中报、全球
布局、职业发展

上市公司年报和中报；企业在全
球的布局和发展；企业的人力资
源管理概况

1.了解企业的基本信息；2.了解企
业国际化的发展脉络；3.了解企业

各海外公司的运营的财务基本状
况

外部网站

新浪财经、新华
财经、网易汽车、
新浪汽车、中国
汽 车 工 业 协 会
网、海外网德国
频道

对M集团海外投资和并购的媒体
记录和评价；对集团海外分公司
东道国发展的记录和评价

1.了解媒体对M国际化的总体评
价；2.了解媒体对M在东道国当地
管理情况的评价

观察记录
时间 事件 记录文字

2015年9月3日—5日 集团全球人力资源培训 0.9万字
2016年10月26日—29日 集团全球人力资源培训 1.2万字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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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原始数据与事件叙述进行二次比对，辨别概念之间的关系和逻辑，并在持续修正中发展本

文的理论模型。

5. 数据分析验证。一方面，从研究设计阶段到研究写作期间，本文作者多次借助研讨会、沙

龙等形式将形成中的构念、理论框架、模型等阶段性结论持续与国内外同行讨论并形成备忘

录。另一方面，作者将事件叙述和模型框架及相关解释与企业受访者交流反馈，并结合学术和

实践两方的意见对概念和模型进行不断的修正，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一致性。

表 2    原始数据编码示例及数据结构

原始数据编码示例 定义现象 一阶构念 二阶构念 高阶维度
不清楚就多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z7）；跟日
本的几家大的汽车制造企业合作久了，发现
他们内部都在兢兢业业地做这个事情（l9）；
共事久了，看出他们工作上是很讲配合的
（l20）

对角色模范的行为的
注意（z7；l9；l20）

A. 观察

1 .社会学
习

工具性学
习 （ 单 环
学习）

刚想对着瓶子喝水，发现周围的人都是把水
倒在杯子里再喝，我就也学着他们这样做
（z9）；有些事情入乡随俗呗，看人家怎么做自
己就学着做（m7）

对角色模范的行为的
模仿（z9；m7）

B. 模仿

我就想，他们不跟我主动握手，为什么我不
能主动跟他们握手呢（c11）

比照既定目标对当前
行为效果和行为方式
做出反思（c11）

C. 反思

2 .经验学
习

你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职责范围，
你还需要了解你自己上下游的工作，因为你
经常需要参与上下游的工作（l21）。第二天我
主动笑着跟来上班的工人握手，大家也都友
善地回应我了（c12）

为更好实现既定目标
对行为方式做出调整
（l21；c12）

D. 调整

我开始跟几个中国来的同事一起住，休息天
去博物馆和名胜古迹的地方看看（m30）；我就
联系了一家当地人，在他家寄宿了几个月
（m31）；在德国的几年的假期里，我把德国跑
遍了……就是想多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和
传统（z45）

全方位地浸入新的文
化情境（m31）；获得对
新情境下社会生活、
历史、审美等多面向
文化的理解（m30；z45）

E. 浸入式
体验

3 .理解性
学习

变革性学
习 （ 双 环
学习）

我咨询过我在德国当地的朋友，也跟镇上小
超市的老板闲聊，发现他们德国人做生意确
实喜欢固定供应商（z80）；慢慢我才知道，墨
西哥从1989年才实行9年义务教育，也就是
说大部分工人可能只读完了小学（m60）

将沟通交流的范围扩
大到工作场合以外，
补充更广泛的信息
（z80）；扩大与新情境
的联结（m60）

F. 扩展式
交谈

后来我就想“三家比价”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吗
（c95）？事实上他们的模式是“我先给你信任，
只要你不破坏信任，这个信任就会一直保持
下去”，所以供应商也会尽心维护这个信任
的（c97）。我曾经认为正确的做法，在这里恰
恰是行不通的（m105）

对潜在假设和期望模
式的反思（c95；c97）；对
已有价值观在当前情
境下是否适宜的批判
性评估（m105）

G. 批判性
反思

4 .反思与
变革我们也要特别重视产品的质量，不要轻易破

坏我们跟客户的合作，不然代价是很高的
（c101）。我原来认为他们（墨西哥工人）责任心
太差、工作缺乏主动性（m97），但现在觉得他
们需要更多的指导，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
应我们的要求，我应该更有耐心（m99）

重新评估并定位问题
的方向并由此产生更
有效的新的解决方式
（c101；m97；m99）

H. 解释框
架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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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数据分析，本研究发现外派经理跨文化学习并非一个线性前进的过程，而是一个实

践、价值观和潜在基本假设不断更新、延展的螺旋扩张过程。本研究建立的外派经理跨文化学

习的三环模型如图1所示。

（一）工具性学习（单环学习）

外派经理在跨文化情境中的学习首先是管理实践和行为层面的学习，这部分内容是文化

表层与管理工作直接相关的部分，是管理者跨文化学习的第一个阶段；此阶段的学习是在管理

者原有主导价值观下，找到更符合新文化情境的实践或行为方式，是典型的工具性学习。此时

管理者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找到更好的做法实现既定的目标”，如“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
“更少的差错”等，但并不会质疑该目标的合理性。工具性学习主要采用社会学习和经验学习的

模式。

 

表 2  （续）

原始数据编码示例 定义现象 一阶构念 二阶构念 高阶维度
我作为总经理感谢你们的工作，咱们的根本
利益也是一致的（c189）。我们大家一致非常认
可你的技术水平和专业精神（l82）

真诚表达对对方的尊
重和欣赏（c189；l82）

I. 表达尊
重

5 .建立共
同体

对 话 学 习
（ 三 环 学
习）

想请你们一起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
个问题（c217）、一定就只有这两个选项吗（z201）

对争议问题邀请对方
共同探究解决方案
（c217；z201）

J. 邀请探
讨

我们想把工厂发展好，必须得到你们的帮助
和支持才行（c221）。我们团队是非常需要你
的。这里的情况，你比我更熟悉（l104）

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
方 的 努 力 与 合 作
（c221；l104）

K. 寻求帮
助

我们是刚来，想用我们的逻辑替换人家的肯
定不现实（c230）。我感觉得先了解他们想法，
再看看我们之间有没有融合的机会（c235）。难
怪他会有这样“疯狂”的想法（指接受交货期
非常紧张的订单）（f54）。我没有想过恰恰是竞
争不足导致了日本（汽车）部件企业的衰落
（t32）。很可能以前我认为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反而恰恰是最差的（c245）

在对话中将观念从它
所依附的文化、传统
和经验中分离开来
（c 2 3 0；c 2 4 5）；从“碎片
化”产生的思维方式
中退后一步（c235）；为
新观念的产生提供空
间和素材（f54；t32）

L. 意义解
构

6 .意义共
建

M的竞争如果能够刺激日本的部件企业觉
醒，反而会促进它的改革和进步（t78）。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我的工作仍然是为了我们的车
厂能够生产更好的汽车产品而服务的（t84）。
为什么不能够把他们的计划性和我们的灵
活性结合起来呢（l316）

在对话中将来自其他
文化的合理成分包含
进来（t 8 4）；生成具有
创造性和更具包容性
的新的 “意义 ”（ t 7 8；
l316）

M. 意义
重组

后来我们的订单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和工
会讨论出一个方案，就是每周延长2个小时
的工作时间，一年减少1天休假（l345）。我们还
在探讨怎么恢复这里的社区传统（l359）

共同尝试在对话中涌
现出的新的行动方案
（l345；l359）

N. 共同尝
试

7.共同尝试
创新方案

我和工会现在正在尝试建立一套兼顾灵活
和有序的预案（l350）。他跑到客户那里，也不
知使了什么办法，竟然迫使客户同意支付这
笔额外的费用，帮公司挽回了巨大的损失
（z298）

愿意为尝试新的行动
方案的结果共同承担
责任（l350；z298）

O. 共担责
任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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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学习。一部分较简单的功能性活动中的学习，可以通过社会学习的形式完成，即模

仿东道国成员的做法。在跨文化情境中，个体对东道国文化典型礼仪性行为的观察和模仿是在

新情境下的社会学习，能起到令个体融入社会礼俗、减少社交摩擦的作用。

一次我去参加供应商会议（德国），每人面前放了一瓶矿泉水和一个杯子。我拧开瓶盖刚

想对着瓶子喝水，发现周围的人都是把水倒在杯子里再喝，我就也学着他们这样做……[张平，

德国慕尼黑]
2.经验学习。是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通过经验学习，找到在东道国情境中更有效的解决问

题的方法；包括比照既定目标对当前行为效果和方式的反思，以及为了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对

行为进行相应调整。

这个小镇有个风俗就是一天第一次见面的两个人要握手。我就一早站在厂门口等着大家

跟我握手，结果一早上下来也没人理我。我就想，他们不跟我主动握手，为什么我不能主动跟他

们握手呢？第二天我主动笑着跟来上班的工人握手，大家也都友善地回应我了[陈诚，德国爱

森堡]
在工具性学习中，个体面临的是怎么能在新情境中把事情完成？或者怎样能把事情做得更

好？学习的结果可以直接检验，比如礼仪举止是否和环境协调一致，工作方法是否有效等。工具

性学习的内容都可以直接纳入学习者已有的解释框架，与其既有的价值观和潜在基本假设并

无巨大冲突和矛盾，因此学习和吸收新的行为模式和实践方法不会妨碍管理者形成有意义的

解释。

（二）变革性学习（双环学习）

信念和价值观决定了人们认为“什么才是做事的正确方式”，反映了其个人的意义组合，是

习惯的、隐性的解释规则。众多解释规则的集合，就形成了个体理解和应对世界的解释框架。人

们的感知、理解或记忆，深刻地受到自身已有解释规则和解释框架的影响。当经验无法与其兼

容时，人们将牺牲感觉和认知以减轻焦虑。当经验过于新异，威胁到个体解释框架的完整和自

洽时，人们倾向于用心理防御机制将这些经验拒斥在外，从而提供一个更易于被现有解释框架

潜在的基本
假设

管理者的信
念、价值观 管理实践

与既定价值
观不匹配

单环学习

双环学习

三环学习

外派经理跨文化学习的方向

工具性学习
社会学习
经验学习

变革性学习
理解性学习
反思与变革

对话学习
建立共同体
意义共建
共同尝试

难度低难度高

质疑、反思、
变革原有价
值观

将价值观从
各自潜在的
基本假设中
解构出来，
共同尝试新
的行动方案

文

化

适

应

文
化
协
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1    外派经理跨文化三环学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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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意义（Mezirow，2000）。对跨文化管理者而言，这样做不仅无法提供更高水平的学习机

会，也会令自己陷入巨大的跨文化挫折。

比如，派驻墨西哥的经理卢军无法理解当地工人“毫无主动性”的工作方式，在他的信念

里，这是懒惰和没有责任心的表现。陈诚无法理解德国的采购经理为何能那么坦然地表示自己

跟供应商是朋友因而可以不需要执行“三家比价”。在他的价值观里，采购经理和供应商的同盟

往往可能意味着对组织的欺瞒。

但同时，也正是跨文化碰撞和挫折为个体开启了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变革性学习的机

会。变革性学习是对管理者已有价值观的更新、转化，是对解释框架的扩展和重构。变革性学习

令管理者能够更全面和深入地理解当下的文化情境，并反思已有的价值观在当前的情境下是

否合理。通过变革性学习，管理者能够阐释、并进一步区分和改进长久以来建立的信念和价值

观，或创立一个新的解释规则，这个过程包含理解性学习和反思与变革。

1.理解性学习。理解性学习侧重建立与新情境的联结，而非如同工具性学习那样试图对行

为施加更为有效的控制以提升绩效。新的文化在工具性学习中是被当作一个外在的、客观的情

境变量对待。管理者和新文化情境的关系是“我—它”的关系，工具性学习是为了“如何更好地

利用它实现我的目的”，特征是学着如何“做”事情。

与工具性学习不同，理解性学习常常以直觉性的搜索开始，寻找能将不熟悉的情境与已有

解释框架相匹配的主题和隐喻，从而有可能形成对情境的解释。在理解性学习中，学习者通过

浸入式体验和扩展式交谈获得对新情境更广泛的理解。遭遇不熟悉的情境时，学习者带着不全

面的理解收集更多的数据、信息，并将涌现出的模式与其意义系统做隐喻性的关联。当事件的

属性与其现有的解释框架并不匹配时，尝试创造新的解释规则整合它们。每个相关信息都成为

理解的基本素材。假以时日，当学习者在其他经验、理论或审美情境下发现前述理解的隐喻意

义时，能够转化为更进一步的洞见（Mezirow，2000）。
在德国几年的假期里，我把德国跑遍了，参观了很多博物馆、教堂、大学，他们的游行庆典

什么的我也都去看看……就是想多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张平，德国慕尼黑]
我咨询过我在德国当地的朋友，也跟镇上小超市的老板闲聊，发现他们德国人做生意确实

喜欢固定供应商。当然前期确定的过程是很谨慎的，但一旦建立供应关系，就不会轻易更换的……

他们社会整体的信任度很高，所以这方面也没什么避讳的。[陈诚，德国爱森堡]
慢慢我才知道，墨西哥从1989年才实行9年义务教育，也就是说大部分工人可能只读完了

小学。这种情况甚至在领班中也很常见……所以，他们对于不在上级的指挥下独立完成额外的

工作并不是很自信。[卢军，墨西哥]
2.反思与变革。在理解性学习的基础上，解释规则和解释框架的重构获得了更广泛的素

材。反思与变革不是回答在原有的问题框架下“如何”行动的问题（how to），而是通过追问“为
什么”（why）的问题建立起新的解释框架，是重新评估并定位问题的方向，并由此而产生更有

效的新的解决方式。其中包含批判性反思和解释框架变革。

批判性反思是针对自己原有信念中潜在假设和习惯的期望模式的反思（Mezirow，2000）。
在理解性学习的基础之上，通过获取的新的文化情境中的显性和隐性知识，外派经理能够重新

建构解释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决定究竟什么是正当合理的做法。对是否在某种情境下正确的判

断是被社会规范和文化所编码的，对于这种判断的有效性的检验就隐含着对它们在当前情境

下是否适宜的批判性评估。当新的证据和新的视角不断浮现，对有争议信念的判断就可能改

变，批判性反思总是和解释框架变革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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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就想“三家比价”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吗？他们的模式是“我先给你信任，只要你不破

坏信任，这个信任就会一直保持下去”……这种做法的好处一来可以减少很多精力和成本，二

来供应商会优先确保我们的供货。[陈诚，德国爱森堡]
我原来认为他们（墨西哥工人）责任心太差、工作缺乏主动性。但现在觉得他们需要更多

的指导，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应我们的要求，我应该更有耐心。[卢军，墨西哥]
建立在理解性学习和反思与变革基础上的变革性学习也就是Argyris和Schön（1996）提出

的“双环学习”。外派经理通过对新文化情境更深入、全面的理解，变革和调整了自己部分信念

和价值观，形成了一个更贴近当下情境的解释框架，并将带来相应变革的管理实践和管理行

为。对新异文化的欣赏、理解，对自身已有价值观的变革与调整，培育了外派经理与新文化情境

下工作伙伴的“共享基础”。通过变革性学习，外派经理在更深层次上适应着当地的文化。此时

外派经理与外派属地的文化之间不再是工具式的“我”与“它”的关系，而是带着尊重、理解和欣

赏，走向了Bohm（1996）所定义的“我”和“你”的关系，为更高层次的跨文化学习奠定了基础。

（三）对话学习（三环学习）

当一种信念和价值观在一个社会单位里的实施反复取得成功，它就会进入该社会单位潜

在的基本假设，具有理所当然和不证自明的特征（Schein，1993；Bohm，1996）。潜在的基本假设

属于隐性知识“认知层面”的内容（Polanyi，1958），往往是形成表层观念更为本质的根源。这些

基本假设通过教育、经历和社会化的过程“植入”人的记忆，并与个体所在组织的长期发展历

史、国家基本文化价值观，深刻地纠缠在一起，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强化，成为最难以改变的文化

的深层部分。

生产周期是可以调整的。如果不是这种机动和灵活性，我们M凭什么跟别人竞争？[张平，

德国慕尼黑]
生产是有它的规律的，不可能有任意的灵活性。[Frank，德国慕尼黑]
当时我都火烧屁股了，他们怎么还来跟我提这些？（指德国工会代表提出要提前两周安排

加班并且提供加班工人的补助、通勤、以及餐饮的详尽方案）[陈诚，德国爱森堡]
由于潜在的基本假设与特殊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群体经验的密切关联，令其往往被视

为这个特殊文化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忽略了它其实具有普遍性的成分。但这种具有普

遍性的成分往往需要从它生长的“情境土壤”中分离出来，并与其他有价值的成分重组和转化，

才能真正发挥其蕴含的普遍性价值。如屠呦呦从中医典籍《肘后备急方》中获取灵感，采用现

代医学的方法提取、提炼并合成青蒿素，成为抗击疟疾的有效药物，造福世界。假如认为中医是

与现代医学格格不入的另一个体系，就无法从其中获取有价值的成分；但假如不用现代医学的

方法明确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并结合药物化学、植物化学、有机合成化学和化学生物学等领域

的知识对其分离、提纯与合成，也无法令青蒿素作为一种有效对抗疟疾的药物成分而成为普遍

适用的科学成果。在跨文化管理中，解决深层次的文化冲突和分歧，需要外派经理进入三环学

习和对话学习，将潜在的基本假设从它根植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解构出来，在对话中加以变革、

扩张或重组，从而形成创新的行动方案。

对话是一种特殊的沟通形式。Gergen等学者（2004）认为对话是“交谈式的协作”，其最核心

的特征并不是“说”或者“表达”，而是在关系的母体中，形成个体间的意义建构。Bohm（1996）将
对话看作是一种“涌现出新事物的沟通形式”，参与者们“必须表现出不带评判的好奇心，带着

尽可能新鲜且清晰地看待事物的目的”。Isaacs（2001）将对话定义为持续地对构成日常经验的

过程、假设和确定性的集体探究。

Argyris和Schön（1996）定义的“双环学习”虽然也包括对已有价值观的反思和变革，但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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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生价值观的潜在基本假设及根植其中的经验传统、社会文化系统的追溯和探究，因而难以

认识到任何一种既得的价值观，都是诞生于特定的和“有偏的”（biased）的社会文化系统中

（Nielsen和Lockwood，2018）。以对话学习为基本内容的跨文化“三环学习”，是通过对存在冲突

的潜在基本假设进行共同的探究和反思，将其与根植的社会文化系统做出某种程度的解构。探

究和意义的自由流动令新的可能性涌现。

1.建立共同体。Gergen等（2004）认为，对话是在关系中进行的。外派经理与跨文化工作伙

伴进入对话学习的第一步，就是营造一个共同进行集体探究的友好氛围，通过表示尊重、邀请

探讨和寻求帮助，从“我”和“你”的分野走进“我们”的“共同体”中探讨新的问题解决方案。

中国有句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意味着我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你们（工会）为工

人谋求福利，我们都希望把工厂经营发展好，为工人谋求长久的福利，我作为总经理感谢你们

的工作，咱们的根本利益也是一致的。[陈诚，德国爱森堡]
如果不能增加工人班次的灵活性，我们就没办法应对客户及时交货的要求。这不是损失几

个订单的问题，我们会失去几个重要的大客户。其实也就又回到工厂从前的状况了。所以想请

你们一起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陈诚，德国爱森堡]
组织的变革是不是在于人的变革？并不是换了管理者就有用了。想把工厂发展好，必须得

到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才行。[陈诚，德国爱森堡]
2. 意义共建。跨文化对话是不同文化背景的组织成员共同进行意义建构（sense-making）的

过程。意义建构始于混沌（Weick等，2005），其首要目的是为应对不确定性寻求意义。跨文化组

织中的组织成员拥有不同潜在的基本假设，面临相同的事件会形成不同的意义和解释，从而相

应导致不同的行为模式。比如德国慕尼黑的张平和Frank之间关于市场与质量、生产的灵活性

与规律性的优先性问题；日本的池田面临的国籍身份与组织身份的冲突问题；以及德国爱森堡

的陈诚与工会关于加班安排的灵活性与有序性的矛盾问题等。

跨文化情境中的组织成员无法从已有的制度约束、组织假设、以及前人固有的传统中提取

理解当前情境的元素。事实上，反而正是因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组织成员分别试图用自己固

有的传统或组织假设、期望来理解现有的情境才造成了当前的分歧。用Isaacs（2001）的话说，这

是因为组织成员彼此采用了“碎片化”的思考方式导致的。“意义共建”是一种用新的眼睛感知

世界的方式，其中包括意义解构和意义重组。

意义解构（sense-deconstructing）是将观念从它所依附的、存在盲点和偏见的文化传统和经

验中分离开来，从“碎片化”产生的思维方式中退后一步，为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产生提供空

间和素材。“意义解构”主要通过“悬置假设”“表达假设”和“反思假设”得以实现。

悬置假设是面对不同于自己的假设或观念时，暂时停止说服，且搁置评判冲动，创造一个

能够容纳不同观点的中间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倾听和理解才有可能发生。

毕竟人家这个制度（工会）存在这么多年了，我们是刚来，想用我们的逻辑替换人家的肯

定不现实。我感觉得先了解他们想法，再看看我们之间有没有融合的机会……[陈诚，德国爱森堡]
表达假设是对话参与者不再只表达观点，而是要进一步表述这些观念形成的基础和过程。

正是在对这些类似于“个人传记类”故事的分享中，向对话的另一方展示了观点之下的“隐性假

设”的来源。在这个对话的场域内，“表达假设”为缺乏相似文化背景的对话参与者之间产生更

深层次的互相理解创造了可能。

张平给我讲了他刚到M工作时的情况，有几次国外客户的订单交期也是非常紧张，那时候

企业的条件比现在差很多，但国内工厂还是加班加点最后成功交付了。难怪他会有这样“疯狂”
的想法（指接受交货期非常紧张的订单）。十年时间M发展到现在这样真的很不可思议，我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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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很少有企业有这样爆炸式的发展。[Frank，德国慕尼黑]
反思假设指每个谈话者在被对方话语的刺激和促进下，对自己的话语作反身性（reflexive）

理解。Weick（1979）将对话称为“双重互动”（double interaction），意味着一方的反应令另一方行

动者成为其自己感知的对象。此时交谈双方会都产生一种“惊奇”的感觉。这种“惊奇”来源于发

现了以前未被自己理解的对方想法的合理性，以及自己曾经紧紧防御的观念的局限性。此时对

话的参与者能够对自己先前持有的观点保持一段距离，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和对

方的差异。

我没有想过恰恰是竞争不足导致了日本（汽车）部件企业的衰落……以前我所在的那家

日本部件企业一直给（日本）国内厂商配套，国内是没有什么竞争的，市场也很有保证，所以经

营上一直没有什么进取，直到被中国追上来……而日本的整车制造企业原来在日本国内竞争

就很激烈，所以就不断扩张到海外去。[池田，日本]
对话中的“意义解构”将存在冲突的潜在基本假设从根植其中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解脱出

来，分别从认知和情感上理解、接纳与自己的固有文化、传统和经验迥异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不

再将固守的文化假设作为唯一正确的原则。只有当对话参与者不带有预测性，保持拒绝“盖棺

定论”的态度，并能够努力理解和吸收对方陌生且奇异的观点时，才有可能建构更具包容性和

解释力的新的“意义”。
意义重组（sense-reorganizing）是在对话中将来自其他文化的思考方式及合理成分包含进

来，生成具有创造性和更具包容性的新的意义。对话参与者不仅可以从自己固有的假设和传

统、经历中提取理解当前情境的元素，还可以分享和利用其他参与者不同的假设和经历中的合

理成分，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

M的竞争如果能够刺激日本的部件企业觉醒，反而会促进它的改革和进步……而我作为

一个汽车部件设计师，我在M设计的产品大多数也都在为日本的车厂配套，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我的工作仍然是为了我们的车厂能够生产更好的汽车产品而服务的。[池田，日本]
为什么不能够把他们的计划性和我们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呢？我后来就跟他们（工会代表）

探讨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陈诚，德国爱森堡]
对话中的意义共建是能够产生创造力和创新的机制。大量研究显示，已有的思维框架和潜

在假设通常会阻止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Weick等，2005）。跨文化对话的参与者通过

“意义解构”和“意义重组”对已有信念结构（belief structure）进行协商，并涌现出新的信念结构，

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创新的可能。

3.共同尝试创新方案。意义共建变革了参与者彼此原本“不可通约”的隐性假设，发展出有

更强说服力和渗透性的、能容纳更广阔视域的解释框架。跨文化对话过程中，一方坚信的“正确

做事方式”的盲目性与对方不同做事方式的合理性会浮现，由深层次文化差异带来的分歧被打

破并被重新评估，源自个体所属文化群体的“碎片化思维”得到变革，能够形成包含和容纳不同

文化假设的集体性思维与行动，令原本存在分歧的对话参与者愿意共同尝试与惯例不同的解

决方案，并愿意为这种尝试共担责任。

后来我们的订单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和工会讨论出一个方案，就是每周延长2个小时的

工作时间，一年减少1天休假。这在德国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还在探讨怎么恢复这里的社区传

统，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陈诚，德国爱森堡]
我们国内的工厂虽然开足马力生产，但是最后交货的时候还是有一个货号的产品没有达

到客户的要求……由此额外产生了两百多万欧元的费用……我跟Frank说：“这次的事，责任应

该由我来承担。”没想到他跑到客户那里，也不知使了什么办法，竟然迫使客户同意支付这笔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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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费用，帮公司挽回了巨大的损失。[张平，德国慕尼黑]
通过对话学习，外派经理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工作伙伴对深层次文化差异造成的“两难”问

题提出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并为之共同承担责任，这种创造性的新的行动方案将形成跨文化

组织的新的经验，成为“协商文化”的微观基础。

五、  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通过案例研究建立了跨文化“三环学习”的理论模型，阐明了外派经理的跨文化学习

是一个包含从具体管理实践和行为、价值观的改变，到潜在基本假设的调整的由浅入深、由窄

渐宽的动态过程。本研究显示：外派经理的跨文化学习是一个由表及里和由窄渐宽的“逆向学

习”过程。通过工具性学习，外派经理在管理实践和行为层面进行调整，以适应新情境下的文

化，构成跨文化的“单环学习”。通过变革性学习，外派经理形成了对新文化情境更深入、全面的

理解，并变革和调整了自己部分信念和价值观，构成了跨文化的“双环学习”，形成更贴近当下

情境的解释框架。对于深层次文化差异，外派经理与跨文化工作伙伴通过对话学习，认识到被

视为理所当然的深层信念也是根植于特定的和“有偏的”社会文化系统，对存在冲突的“潜在基

本假设”进行意义解构和意义重组，涌现出创新的行动方案；这些创新的行动方案会进入组织

经验，成为“协商文化”形成的微观基础。

（二）理论贡献

1. 本研究建立的外派经理跨文化“三环学习”模型，较好地说明了外派经理如何进行更深

层次的文化学习。在单环学习中，外派经理主要是通过社会学习和经验学习两种工具性学习方

法调整管理实践和行为，以适应当地文化。在双环学习中，外派经理通过理解性学习和反思与

变革调整自己的部分价值观，在对外派属地文化更深刻广泛的理解基础上，变革固有的解释框

架，是对跨文化情境更深层次的调整和适应。

2. 本文建立的跨文化“三环学习”模型并没有止步于外派经理的文化适应，而是更进一步

阐释了外派经理能够在“三环学习”中，通过对话学习与跨文化工作伙伴一起对冲突的“潜在基

本假设”进行探究，将其从各自特定的和“有偏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解构出来，生成创新的行动

方案，成为“协商文化”的微观基础。对话学习展示了将文化差异从冲突的根源转化为创新来源

的机会的可能。

3. 本研究以“协商文化”（Brannen和Peterson，2009）取代文化主义的“静态文化”视角（Hofstede，
2001；Ren等，2014），说明了全球领导力发展的动态过程及跨文化工作场所文化演化的微观基

础。从“三环学习”模型中可以看出，全球领导力的发展是一个从外派经理自我调整，到外派经

理与跨文化工作伙伴互动调整的由表及里、由窄渐宽的跨文化学习过程。在单环学习和双环学

习中，外派经理获得了理解和适应当地文化的能力，成为全球领导力的基础。在三环学习中，外

派经理通过对话学习，构建了更具包容性的跨文化共同体，与存在文化差异的工作伙伴一起创

造着新的行动方案。正是这些创新的管理实践将成为跨文化组织不断涌现的新的经验，形成

“协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跨文化三环学习模型展示了外派经理全球领导力的发展过程经

历了对东道国文化从利用，到理解，再到整合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和层次，打开了外派经理全球

领导力形成的“黑箱”。
（三）实践启示

本研究对跨文化管理实践具有启示意义。国际派遣仅是为发展外派经理的全球领导力提

供了一个机会，是否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促进全球领导力的形成则需要外派经理从不同层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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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同类型的跨文化学习。全球领导力的形成是一个开放的学习过程，从管理实践层面和价值

观层面适应东道国当地的文化，在潜在基本假设层面通过对话学习促使新的“协商文化”生成，

在调整和变革自己的同时影响异文化的工作伙伴。外派经理发展全球领导力是一个多层次多

面向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旨在发展全球领导力的国际派遣时间不能太短。同时，跨国

公司应鼓励外派经理扩大对东道国文化的接触和理解，培养外派经理的跨文化沟通和对话的

能力、意识和反思精神。

（四）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虽然回答了外派经理如何通过跨文化“三环学习”实现文化适应和文化协商，但并

没有探讨每一环的跨文化学习需要何种跨文化特质和能力才能顺利开展和进行。对上述问题

的研究更适合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可以作为未来研究方向。

与大多数质性研究一样，本文也存在普适性局限。由于本研究基于解释主义范式，在研究

的评估标准上更强调可信性、可转移性、可靠性及一致性，与基于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质性

研究对构念效度、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及信度的要求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未来可依照Welch等
学者（2011）的建议，选用基于不同哲学基础的多样定性方法对新颖、特殊和多元环境下的现象

进行研究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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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nly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Expatriate Managers’ Cross-cultural “Triple-loop Learning”

Liu Changchang1,  Jia Liangding2,  Yang Yiyi2
（1. School of Business and Trade, Nanjing Industr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0001,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Summary: Sampling from managers in Germany（Munich and Elsenburg）, Japan and Mexico of a
Chinese MN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riple-loop learning” through a case study. It
illustrates effective learning patterns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which are instrumental to varied levels.
Thus, it provides a better explanation that, “effective” expatriate managers not only can “adapt”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overcome the “negative bias” caused by cultural barriers, but also can use
cultural differences to create novel action plans working with partners and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a fresh
“negotiation culture”. Therefore, this model illuminates the process by which expatriate managers
transform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from the “negative” resistance to management to “positive” assistance
to innovation. Besid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expatriate managers is pictured.

It shows that in “single-loop learning”, expatriate managers adjust to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behaviors through instrumental learning, aiming to conform to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ontext. In
“double-loop learning”, through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y transform and rectify partial beliefs and
values to form an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closer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riple-loop learning”,
expatriate managers and cross-cultural partners recognize that the deep beliefs taken for granted are
rooted in specific and “biased” 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s through dialogue learning. What’s more, they
conduct sense-deconstructing and sense-reorganizing to the conflicting “potential basic assumptions”,
emerging new action plans. These innovative action plans will integrate to organizational experience,
laying a micro basis for the “negotiation culture”. From individual cultural adapta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al negotiation, cross-cultural “triple-loop learning” nurture and develo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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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leadership of expatriate managers.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re threefold: Firstly, the constructed “triple-loop learning” model

integrates three different learning models, “instrumental learning”,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and
“dialogue learning”, into a dynam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Secondly, this study applies the “double-
loop learning” theory to cross-cultural learning situations and expands it. Thirdly, this study replaces the
“static cultur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ism with a “negotiation culture” perspective, expounding the
dynamic process of global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the micro-foundation of cultural evolution in
cross-cultural workplaces. The cross-cultural “triple-loop learning” model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can
afford favorabl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global leadership development of expatriate managers.

Key words: expatriate  managers; instrumental  learning;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dialogue
learning; global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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